
 

 1 

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 

——基于 Malmquist 指数与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1
 

陈怀超，张 晶，费玉婷，范建红 

(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基于 2009-2015 年数据，采用 Malmquist 指数对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利用灰色关联度

探究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河南、安徽和湖南地区产学研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均得

到提升，湖北、江西和山西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并未全部得到提升。山西、安徽和湖北企业的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

影响大，属于企业主导型；湖南高校的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大，属于高校主导型，河南和江西科研机构的创

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大，属于科研机构主导型。此外，中部六省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和主导型之间存在不

一致情形。研究结果有助于中部六省制定相应对策，促进产学研创新效率提升，进而推动省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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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创新目标的实现。自 2006 年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重大战略规划提出以来，中部六省秉承全局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构建和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对接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7》显示，东部地区创新能力最强、中西部地区依然较弱，中部六省区域创新能力有待提

升。李林和傅庆
［1］

指出，作为区域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髙校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基础力量及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正如

Hu等
［2］

所言，高校是区域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有助于创新活动开展。因此，探究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问题既是对

国家创新战略的回应，也是区域创新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产学研创新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3-5］

。国内文献
［6-7］

更多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考察，缺乏对中部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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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创新效率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少数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研究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个别省份，如易晓波和李光
[8]
探

究了湖北政产学研的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唐斌等
[9]
分析了湖南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这些研究未关注省域差异，

结论缺乏可比性，且鲜有涉及创新效率评价问题;二是关注中部六省。杜弼云等
［10］

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部六省

产学研科技联盟创新系统协同度。涂立桥等
［11］

选择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河南和湖南及发达地区的上海、广东和江苏，对这

两类地区高校产学研合作绩效进行比较分析。但是这些研究也未涉及产学研三大主体创新效率评价问题。可见，现有研究对中

部六省关注较少，未深入分析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现状，尤其缺乏对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影响省域创新的探讨。 

鉴于此，本文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9-2015 年的数据，依据构建的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Malmquist 指

数评价产学研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利用灰色关联度探究其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系，考察其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并分析

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与主导型之间的关系。研究旨在为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提升、省域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1 模型选择 

1.1Malmquist 指数模型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最早由瑞典学者 Malmquist
[12]
在比较两组不同时期消费变化时提出。Caves 等

[13]
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

测算生产率变化，使其得到广泛运用。根据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可将 TFPch（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分解为 Techch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 EHch（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前提下，Effch 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Pech（纯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和 Sech（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因此，TF-Pch可以分解为：TFPch=Effch×Techch=SechXPech×Techch。依据戚湧

等
[14]
的观点，得到如下计算公式： 

 

(l) TFPch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若 TFPch〉l，则表明 TFP增长，反之 TFP下降。 

 (2) Techch 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体现为拥有新的知识和技能，反映“前沿面的移动效应”。若 Techch〉1，代表技术取

得进步或创新，表明最佳生产状态得以改进，反之则为技术退步。 

(3) Effch 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体现“追赶效应”。若 Effch〉l，说明技术效率得到改善，更接近于最佳生产状态，反

之表示技术效率降低。 

(4) Pech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反映了被评价对象的技术成熟度，即管理改善促进效率变动情况。若 PeCh〉l，说明技

术运用水平提高，反之则为下降。 

(5) Sech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用以反映规模效应。Sech〉l表示规模优化，即向最优规模靠近程度的变化，反之则为规

模恶化。 

(6) 当 Techch、Effch、Sech、Pech〉1时，表明该项指标对 TFP提髙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有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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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通过比较数列曲线几何形状的近似程度，判断数列的关联度。曲线形状越相似，数列间的关联度越髙，反之则

关联度越低
［15］

。依据李林和傅庆
［1］

的观点，灰色关联度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定分析序列。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确定一个因变量与若干自变量。其中，因变量数据为参考序列，设为

Y={y(k),k=1,2,…n};自变量数据为比较序列，设为 X={xi(k),=1,2,…n}(i=1,2,…m)。 

(2) 对变量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 计算关联度系数。公式如下： 

 

其中，|y(k)-xi(k)|为因变量与第 i 列自变量的绝对差值，k=1，2,…n，i=l，2…m;minmin|y（k）-xi(k)是绝对差值的两

级最小差，即先求第一级最小差，再取第一级最小差中的最小值作为第二级最小差。maxmax|y(k)-xi(k)|与此类似；ρ∈（0，1）

为分辨率系数，ρ越小，分辨率越高，通常取ρ=0.5。 

 

(4) 计算关联度。 

(5) 关联度排序与比较。 

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处理 

2.1指标体系构建 

一般来说，投入、产出指标的合理选取是科学有效地评价创新效率的关键，指标选取应当符合系统性、适用性和可获取性

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本文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了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对于产学研三大主体而言，其投入主要涉及人力和资金两个方面
［1］
。一些研究

［1，7，16-17］
往往采用 R&D人员全时当量和 R&D 经

费内部支出作为相应测量指标，本文也选择这两个指标作为产学研创新系统的投入指标。其中，R&D人员全时当量反映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在产学研创新中投入的实际人力；R&D经费内部支出反映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产学研创新中的资金支持力度。

此外，本文也选择这两个指标作为省域创新的人力和资金投入指标。 

产学研三大主体创新的侧重点各异。企业以“产业成果产出”为追求目标，因而选用代表成果商业化利用和创新对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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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促进作用的新产品及产值指标较为合适
［18-19］

。一些学者分别选择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1，7，16］

作为产出指标，本文

选择这两个指标作为企业在产学研创新中的产出指标。其中，专利申请数反映企业创新的知识成果和技术水平；新产品销售收

入代表企业成果的市场认可度，反映企业成果应用情况。一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产学研创新中技术和知识的主要供给方
［21-22］

，以“科技成果产出”为追求目标，因而选用代表新知识和新发明的论文和专利
［18-19］

以及科技著作作为产出指标较为合适，

即分别选择专利申请数、科技论文数
[1，19］

和科技著作数
［6］

测量高校和科研机构产出。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数反映

二者创新的知识成果和技术水平，科技论文数和科技著作数反映知识创造和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就省域创新而言，李林和傅

庆
[1]
还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产出指标。技术市场成交额反映了知识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技术的能力，体现了技术交流的活跃度。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采用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省域创新产出指标。 

表 1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对象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企业 
R&D人员全时当量 X11 专利申请数 Y11 

R&D经费内部支出 X12 新产品销售收入 Y12 

髙校 
R&D人员全时当量 X21 

R&D经费内部支出 X22 

科技论文数 Y21 

科技著作数 Y22 

专利申请数 Y23 

科研机构 
R&D人员全时当量 X31 

R&D经费内部支出 X32 

科技论文数 Y31 

科技著作数 Y32 

专利申请数 Y33 

省域 
R&D人员全时当量 X41 

R&D经费内部支出 X42 

科技论文数 Y41 

科技著作数 Y42 

专利申请数 Y43 

新产品销售收入 Y44 

技术市场成交额 Y45 

 

2.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相关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6)。姜彤彤
［17］

指出，统计年鉴中的企业统计口径在 2011

年前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之后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分析发现两种统计口径下的结果变动并不明显，即其对结果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因此，本文有关企业投入和产出指标均按上述方式处理。一般地，创新投入转化为产出存在滞后性。根据

一些学者的观点
[17-20]

，本文设定滞后期为 1年，如 2009年的投入数据对应 2010年的产出数据。 

同时，由于 R&D 经费内部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均与物价变动相关，本文对这 3 个与价格相关的指标以

2009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朱平芳和徐伟民
[23]
指出，由于 R&D 经费内部支出主要由固定资产支出和 R&D 活动人员消费构成，

故其平减指数由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加权构成，前者权重为 45%,后者权重为 55%。根据姚潇颖和卫平
［16］

的观

点，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相应地，技术市场成交额也以此指数进行平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3 基于 Malmquist 指数的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评价 

本文采用 DEAP2.1软件，对 2009-2015年间中部六省产学研三大主体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变动性，Malmquist 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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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变化指数及其子指标的创新效率评价结果如表 2所示。依据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增长情况，可以将中部六省分为 3种类型：

第一类，“三足鼎立”省份，即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包括河南、安徽和湖南；第二类，“珠联璧合”省份，即两个

主体创新效率实现了增长，包括江西和湖北；第三类，“一枝独秀”省份，即只有一个主体创新效率实现了增长，只包括山西。  

表 2中部六省三大主体创新效率评价结果 

三大主体 省份 技术进步变化 

指数(Techch) 

纯技术效率变化 

 指数(Pech) 

规模效率变化  

指数(Sech) 

全要素生产率 

变化指数(TFPch) 

变动性 

 河南 1.010 1. 014 0. 995 1.019 增长 

 山西 1. 004 1.000 0. 963 0. 967 下降 

企业 安徽 1.075 1. 009 1.025 1. Ill 增长 

江西 1. 031 1. 000 1. 103 1. 137 增长 

 湖北 1.004 0.981 1. 005 0. 991 下降 

 湖南 1.026 1.000 1. 000 1. 026 增长 

 河南 1.010 1. 000 1. 000 1.010 增长 

 山西 0. 961 0. 989 1.067 1. 014 增长 

髙校 安徽 1.096 1. 078 1.033 1. 220 增长 

江西 1.076 1.000 1. 105 1. 189 增长 

 湖北 1. 219 1. 000 0. 965 1. 176 增长 

 湖南 1.086 1. 050 0. 984 1. 122 增长 

 河南 0. 985 1. 000 1.033 1.018 增长 

 山西 0. 994 1. 000 1. 000 0. 994 下降 

科研机构 安徽 1. 082 1. 000 0. 987 1.069 增长 

江西 0. 959 1. 000 1. 023 0. 981 下降 

 湖北 1. 088 1.000 0. 976 1.062 增长 

 湖南 1. 033 0. 988 1. 002 1.022 增长 

在“三足鼎立”省份中，尽管河南企业由于投入产出比和资源配置不够合理造成 Sech 降低，科研机构 Techch 呈下降趋势，

但河南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 TF-Pch 均大于 1，实现了增长，表明人员和资金投入较多，且投入能有效转化为产出。近年来，

河南省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较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科研与创新，三大主体发展势头强劲，其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

就安徽而言，企业 Techch.Pech 和 Sech 均实现了增长，Techch 增幅更是达到了 7.5%，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明显。高校各项

指数同样实现了增长，其中 Techch 和 Pech 增幅明显。尽管科研机构 Sech 还有待提升、Pech 保持效率不变，但 Techch 实现了

8.2%的增长，创新效率得到提升。安徽科研机构较多，科研氛围浓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科研机构投入和产出较高，其创新

效率较高，省域内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就湖南而言，企业 Techch、Pech 和 Sech 均实现了增长或效率保持不变，

TFPch 得到提升。尽管高校 Sech 呈下降趋势，但 Techch 和 Pech 分别实现了 8.6%和 5.0%的增长，TFPch 增幅达 12.2%。尽管科

研机构 Pech呈下降态势，但 Techch 和 Sech均实现了增长，使得 TFPch也实现了增长，湖南省域内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均实现了

增长。 

在“珠联璧合”省份中，江西企业 TeChch、PeCh 和 Sech 均实现了增长或保持不变，尤其是 Sech 增长了 10.3%，表明企业

投入产出比相对合理，达到了规模效应。高校 3个子指标均实现了增长或保持不变，其中 Techch和 Sech分别增长了 7.6%和 10.5%，

表明高校的技术研发能力较强，且实现了规模效应。由于科研机构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技术创新水平低，其 Techch下降了 4.1%，

导致其 TFPch 下降。可见，江西企业和高校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就湖北而言，尽管企业较多、发展势头较好，但其技术成

熟度有待提高，管理机制亟待完善，造成企业 Pech下降，导致其处于“高投入、高产出”的效率悖论阶段，这要求湖北企业不

仅要关注产出数量，更应关注产出质量。尽管高校 Sech 呈下降状态，但 Techch 增长了 21.9%，且 Pech 保持不变，使得 TF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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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实现了增长。湖北科研机构与高校情况类似，TFPch也实现了增长。可见，湖北企业的创新效率呈下降状态，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 

就“一枝独秀”的山西而言，尽管企业 Techch和 Pech 实现了增长或保持不变，但 Sech呈下降状态，导致 TFPch 降低。山

西作为煤炭大省，近年来处于转型过程中，企业投入相比其它省份存在不足，资源投入也未能得到有效配置，无法实现规模效

应，导致山西企业创新效率降低。高校 Techch和 Pech呈下降状态，但 Sech增长了近 6.7%，表明高校投入产出实现了规模效应，

其 TFPch 实现了增长。山西高校与其它中部省份一样重视科研，采取了多种鼓励举措，使高校科研人员在发表科技论文、出版

科技著作和申请专利方面有较大动力，产出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同时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也得到提升。山西科研机构 Techch

呈下降状态，导致 TFPch 降低，表明其存在技术短板，技术水平有待提高，这与山西将有限的人力和资金投向高校，对科研机

构投入相比其它省份略显不足有关。可见，山西省只有高校实现了创新效率增长。 

4 产学研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 

4.1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本文使用灰色关联度对中部六省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探究，分析三大主体创新

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灰色关联度的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 

省份 企业 高校 科研机构 

河南 0. 686 0. 666 0. 690 

山西 0. 713 0. 612 0. 652 

安徽 0. 756 0. 685 0. 663 

江西 0. 615 0. 721 0. 758 

湖北 0. 788 0. 679 0. 647 

湖南 0. 663 0. 746 0. 607 

一般地，关联度越接近于 1，表明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大；当ρ取 0.5时，关联度大于 0.6即认为关联性显著
［24］

。由表 3

可知，中部六省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关联性显著，表明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关系密

切。依据关联度分析结果，就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而言，可以将中部六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企业主导型，

包括山西、安徽和湖北；第二类是高校主导型，包括湖南；第三类是科研机构主导型，包括河南和江西。李林和傅庆〜研究指

出，三大主体中企业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最高。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对于不同省份而言，企业、科研

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企业主导型省份中，山西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分别为 0.713,0.612 和 0.652,即企

业〉科研机构〉高校，且企业的关联度明显高于后两者，表明省域创新效率与企业创新效率的联系更加紧密，省域创新的贡献

更多来自于企业。安徽和湖北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排序类似，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两省企业创新

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分别为 0.756 和 0.788,明显大于其他主体，表明省域创新效率与企业创新效率的联系更加紧密，

企业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最大。湖南作为高校主导型省份，其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排序为：高校〉

企业〉科研机构，且高校的关联度明显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表明湖南省域创新主要依赖于高校，高校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

影响最大。河南和江西均为科研机构主导型省份。其中，河南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排序为：科研机构〉

企业〉高校，但三者的差异不大，说明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发展的影响较为均衡。江西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

效率的关联度排序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且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关联度明显大于企业，表明江西省域创新更多依赖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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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高校的研发和创新能力。 

4.2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与省域创新主导型的关系 

根据前文中部六省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增长情况及其在省域创新中的地位，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尽管中部六省高校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且湖南、江西、山西、湖北和安徽五省高校创新效率变化值均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

但仅有湖南高校在省域创新中占主导地位。可见，高校需要在省域创新中承担更多责任，加强对省域创新的影响，进而推动省

域创新效率提升。 

 

图 1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与主导型的关系 

而对于科研机构占主导地位的河南和江西而言，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相比其它主体其增长并非最快，甚至呈下降趋势，但在

省域内处于主导地位。具体地，尽管河南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略低于企业，但其对省域创新的贡献较大，相应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江西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呈下降趋势，但其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系紧密程度大于其它两个主体，在省域创新效率中占主导地

位。可见，江西科研机构需大力提升创新效率、补齐短板，进而增强对省域创新的影响。 

此外，对于创新效率增长非最快、甚至呈下降状态的企业，在湖北、山西和安徽省域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安徽企

业创新效率增长水平低于高校，但其对省域创新的贡献最大。可见，安徽可通过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推动省域创新效率

提升。相比较而言，尽管湖北和山西企业创新效率呈下降状态，但这两个省份企业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大于高校和科研

机构。可见，当湖北和山西企业创新效率由下降变为增长，其对省域创新的贡献将更大。 

5 结语 

5.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部六省 2009-2015 年数据，采用 Malmquist 指数和灰色关联度，在对其产学研创新效率评价基础上，分析产学

研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 依据同一省份三大主体创新效率的变动性，可以将中部六省分为“三足鼎立”、“珠联璧合”和“一枝独秀”三类。

Malmquist 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增长的省份包括河南、安徽和湖南，属于“三足鼎立”型；两个主体创新效率

增长的省份包括江西和湖北，属于“珠联璧合”型；只有一个主体创新效率增长的是山西，属于“一枝独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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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据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和省域创新效率的关系，可以将中部六省分为企业主导型、高校主导型和科研机构主导型。灰

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山西、安徽和湖北企业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关联度大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创新效率对省域创

新影响最大，属于企业主导型省份；湖南高校的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高校创新效率对省域

创新的影响最大，属高校主导型省份；河南和江西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联度大于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创

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最大，属于科研机构主导型省份。 

(3) 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与主导型之间存在不一致情形。结合中部六省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与主导型的关系可

知，尽管中部六省高校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但仅有湖南高校在省域创新效率中占主导地位;河南和江西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增

长并非最快，甚至呈下降状态，但在省域内处于主导地位；湖北、山西和安徽并非增长最快，甚至呈下降状态的企业创新效率

在省域创新效率中占主导地位。 

5.2对策建议 

(1) 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三大主体创新效率提升。针对三大主体创新效率未能全面增长的江西、湖北和山西，需分析其创

新效率下降的原因，从问题入手，通过补短板的方式，使投入和产出相匹配。在投入相应资金和人力的同时，还应促进企业和

科研机构的有效产出、提高利用率。具体地，湖北企业应提高技术利用率和成熟度，制定合理的转化机制提高产出质量，避免

落入“高投入、高产出”的效率悖论中；山西企业应加大投入，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规模效应。同时应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

将资金和人力投入到市场认可的新产品及相应专利中；对于江西和山西的科研机构而言，应加大知识、技术、人才引进和交流，

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在有限的人力和资金投入情况下，制定合理机制促进科研人员多出成果。此外，对于河南、安

徽和湖南而言，可以进一步优化投入和产出，提升三大主体的创新效率。 

(2) 明晰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系，推动省域创新发展。中部六省三大主体创新效率与省域创新效率的关

系存在差异，因此各省应该制定适合省情的政策、规划和纲要，创造有利于产学研创新的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合作研

发公共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通过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管理模式、资源共享机制，做到“人尽其责、物尽其用、技尽其值”，

促使产学研创新助力省域创新发展。企业主导型、高校主导型和科研机构主导型的省份要分别注意其它主体的发展，实现三大

主体的有效配合，减少主体间差异，使三大主体创新与省域创新均衡发展。此外，对于起主导作用且主体创新效率在省域内并

非增长最快的省份，如河南和安徽，以及主体创新效率下降的省份,如江西、湖北和山西，应该采取多种措施，提升该主体创新

效率，确保这些主体对省域创新作出更大贡献。 

(3) 加强协作与沟通，促进省域之间的产学研合作。相关部门需要树立整体发展观，打破市场壁垒，整合各种创新要素，

着力构建产学研跨省域合作联盟。加强不同省份三大主体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跨省份和城市的协作、

分工及优势互补,通过信息共享平台使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信息链紧密联动，推动区域间人才、信息、技术、知识交互与

对接，确保各类资源在省域间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以促进中部六省整体创新效率提升，使产学研协同实现常态化、长效化，对

接中部六省崛起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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